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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前　言

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冕、孙绍振、

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在《诗刊》社和徐迟先生的建议、组织下，利

用不到一个月的寒假时间，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概况”是“当代”最初

出现的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文稿之一。全文约十余万字，分为七章：一、女

神再生的时代；二、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高潮；三、暴风雨的前奏；四、民族抗

战的号角；五、唱向新中国；六、百花争艳的春晨；七、唱得长江水倒流。在集

体讨论的基础上，各章依次由刘登翰、殷晋培、洪子诚、孙玉石、孙绍振、谢

冕、殷晋培执笔。前四章分别刊登于《诗刊》（北京）１９５９年６、７、１０、１２月

号。由于不明究竟，但可以推测的原因，后三章没能在《诗刊》继续刊载，仅

存当时的油印打字稿（第五章）和手稿（第六、七章）。随后，《诗刊》社向天津

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推荐，拟出版单行本，没有被接受。“文革”结束的时候，

他们曾经打算对“概况”进行修改扩充，成为一部完整的新诗史。当时虽然

重写了一些章节①，但由于时势更易，他们各自的兴趣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转

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无疾而终了。

近来，一些年轻的从事新诗研究的朋友，建议将“概况”整理出版，作为

了解５０年代诗歌观念，诗歌史叙述方式，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这

个提议重新引起他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当然，他们明白，这些特定时代催生

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事实上，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对新诗史的看法，

①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间，重写的章节有：《年青的觉醒者的歌唱———?中国新诗发展史?之一节》，

孙玉石撰写，刊于《山西大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颂歌的时代　时代的颂歌（１９４９—１９５７）———?中

国新诗发展史?第六章第一节》，孙绍振、刘登翰撰写，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两篇改写

稿发表时仍署名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洪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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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在重新刊行“概况”的同时，他们觉

得更需要对这一文本，连同这一文本产生的过程，进行清理和反思。“反思”

主要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不是站在对立位置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

参照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这些条

件如何塑造写作者自身。这既涉及整体性的政治、文化气候，也与个人的生

活经验、思想情绪相关。因此，拟定了若干问题，由各人分别以书面方式独

立作答。由于之前和之后他们对此并未有过沟通，回答时也没有看到其他

人的文字，因此，记忆中的细节、对事情的描述和评价既有相近的部分，也不

可避免会有差异；相对于众口一辞，这种差异其实倒是更值得重视。

出版这本书的理由，除了上面说到的以外，也还有他们“私心”的方面。

１９５８年他们的合作，距今已将近５０年。这六人中，年龄最大的是谢冕，出

生于１９３２年，其他诸人，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殷晋培、洪子诚，分别出生

于１９３５、３６、３７、３８和３９年。按照现在的说法，在５０年代他们是属于“３０

后”。当初这些或风度翩翩，或其貌不扬，或才华横溢，或木讷迟钝的２０岁

左右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头童齿豁，垂垂老矣（殷晋培１９９２年初因病辞

世）。因此，他们想借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他们５０年前开始的合作，和在合

作中产生并延续的友谊的自我纪念。学生时代形成的友情，经年历岁，似乎

没有受到时空分割、世事纷扰的严重磨损，想起来他们真的感到有点不可思

议。虽然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摩擦、矛盾，最终却总能互相取自省、宽容、信任

的态度，这种友情，确实是他们平凡生命中值得珍惜，令他们时时感到温暖

的财富。

本书除“前言”外，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各人对５０年代编写《概况》

时情景的回忆。这些回忆文字汇总之后，由洪子诚加以编辑整理，并加上了

注释。尊重各位作者的原意，整理仅限于某些文字方面，如笔误，对重复的

事实、细节的压缩等。第二部分是《新诗发展概况》的全文。第一至第四章

依据１９５９年《诗刊》发表稿编入，第五至第七章依据油印打字稿和手稿录

入。除了个别错、漏字之外，一律不做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原来面貌。本来

还打算将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对“概况”所做的修改部分也作为一个部分编入，限

于篇幅，只好放弃。第三、第四部分，是各人回顾自己学术道路的自述文章，

以及他们的主要编著目录。这些文章选自他们已发表的论著，从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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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们上世纪６０年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学术、生活上的足迹，看到

他们的文学观念、观察视野、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取得的进展。简历和主要

编著目录，除已去世的殷晋培外，均由本人提供。殷晋培不能参加这一对自

己道路的回顾，他的资料也搜求不易，这都是让我们感到遗憾和愧疚的。

本书的署名，按《新诗发展概况》首次在《诗刊》１９５９年６月号发表时的

顺序排列。本书的设计、编辑，主要由洪子诚、张雅秋承担。张雅秋细致的

工作，和她不少有创意的建议，对提高本书的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感谢朱

竞、李云雷的支持，使“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的部分文字，能先期在《文

艺争鸣》杂志和“左岸文化”网站发表。

洪子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北京蓝旗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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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５　　　　

　　１９５９年２月，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楼前。前蹲者为洪子诚，后左起：孙

绍振、孙玉石、谢冕、刘登翰、殷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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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①

———“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

　　一、《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是如何发起、组织的？为什么是这六人的

组合？对承担这一任务当时有什么想法？

谢冕：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六人中，我，孙玉石，孙绍振和殷晋培当时是

北大中文系１９５５级的同年级同学，我和殷晋培是一班，孙玉石和孙绍振是

二班。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我们年级响应“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起来

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其实就是批判我们的老师）的学术观点。我们利用暑

假集体编写了“红色文学史”，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一时成为学术界大跃进的

典型。１９５８年国庆前夕，７０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书出来后，我

们年级就很有点名气了。②

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是１９５８年的初冬时节吧，我在宿舍接到

《诗刊》编辑部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诗刊》的负责人要到宿舍来看我，谈一

些他们的设想。在约定的时间，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到了我所住的３２斋学

生宿舍。来的人是《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编辑部的沙鸥先生和丁力先生，

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大衣。徐迟先生跟我说，新诗发展已经三十多年，迄今没

有一部用正确的观点写的新诗史。这件事靠一些专家做不好，因为他们没

有正确的观点。克家同志和编辑部研究过了，建议由北大的同学来编一部

①

②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的注释，由洪子诚编写。

１９５８年９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大中文系１９５５级学生集体编写的７５万字的《中国

文学史》。同年，《光明日报》９月２７日发表《出版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论，１１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

发表了《乘胜前进开展科学研究》的社论。在此前后，总结他们的成绩、经验的文章，陆续刊发于《光

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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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新诗发展史，时间要快，利用寒假的假期立即动手，争取明年（即１９５９

年）开始在《诗刊》连载。沙鸥和丁力也都讲了些鼓励的话。那次谈话很具

体，大体涉及了中国新诗的发展的历史以及关于新诗史写作的一些设想。

至于参与这一工作的人数，我们觉得人少了做不完，人多了也做不好。人数

多少，找谁来做，如何发挥集体编写的优势？他们建议由我来考虑，组织一

些同学，组成一个集体的班子。

他们走了之后，我开始考虑人选。１９５５级的几个同学平时交往甚多，

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又加深了了解，一谈下来，大家都很投机，当然不成问题。

大概是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对未来的诗史的初步结构有了一些

想法，觉得六人比较适中。于是又征求刘登翰和洪子诚的意见，他们是

１９５６级的，比我们低一届，大家本来都喜欢诗歌，也谈得来。六人的班子就

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时都参加了学术批判的活动，正在“大跃进”的兴头

上，可说是充满了自信与豪情，那时我们不知畏惧为何物，都有一种舍我其

谁、志在必得的狂劲。都说是少年轻狂，其实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本身也极

力怂恿我们。现在有“无知者无畏”的说法，我们那时少不更事，不是无知，

却是少知，而无畏则同。

孙绍振：１９５８年，我们１９５５级的学生利用暑假一个月，加上开学以后几个

月的时间，编著了一部“红色中国文学史”。充斥于报章上赞扬性的报导，口

气很大，说是北大中文系５５级，作为党所培养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资产阶级

专家所把持的学术殿堂夺回来。当时的苏联报刊也有反映。我记得似乎是

《消息报》（苏联政府的机关报）也登了消息。我们同学集体讨论的照片上了

《中国青年报》。文学史出版后，寄给陈毅等领导人。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从

系里转到班级党支部书记费振刚那里的陈毅的信。外面套着国务院外交部

的大信封，里面是陈毅私人的宣纸信纸，以水印的梅花作底。陈毅毛笔书

法，多用侧锋转中锋，颇为俊俏潇洒，没有一点元帅气。① 除此之外似乎还

① 陈毅信写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４日，称“你们写的文学史，前后共收到三套，抽空选读了几节，觉

得很好，感谢你们送书的美意，目前因工作忙碌，不可能专读，也就不能提什么意见”。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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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康生的来信，康生是书法家，但他的信是不是用毛笔写的，信封什么样子，

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比陈毅的要长得多。① 在一片喜气之中，迎来

了新的“战斗任务”，再接再厉编写“红色当代文学史”。虽然对此颇有争议，

记得在一次报告会上，林默涵的意见就有点煞风景：当代文学才八九年，写

什么文学史。但是，在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热潮中，林默涵的看法也不顶

事。“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摆开了阵势。我被分配在诗歌组，而且当了

组长。我有一点受宠若惊。在这以前，我虽然参加“红色文学史”的写作，最

后还和谢冕一起写了“李白”那一章，但是，最初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在

反右派期间，属于“中右”，也就是“差一口气”就沦为右派。要我这样一个

“右派边缘”的人去夺取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殿堂，自己都感到心虚；没有沦

为右派，就谢天谢地了，能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别的还

能指望什么？暑假期间，我们几个比较右的，但还不是右派的分子，就在一

个左派的带领下，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但是，不久就被召回，参加了“红色文

学史”的写作。虽然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甚至有时还有“混入人民

队伍”之感，但是，我还是十分高兴地到“唐诗”这个组报到。各个章节都已

经分配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章“唐诗的世界影响”，就分给了我。我哪里有本

钱写这样的题目？好在当时知识已经“公有”了，找到东语系和西语系的教

授访问一番，把他们的说法和资料整理、组合一下，写起来并不难。参加这

样的集体学术研究，我当时有一种浪漫之感。热火朝天的阅读和写作，差不

多每天都开夜车，一连两个月。在这过程中，最开心的倒不是写作，而是逐

渐把自己的“差一口气”的身份淡忘。等到“红色文学史”最后定稿时，可能

① 康生的信写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其中说到：“学生可以写书，而且可以写象《中国文学

史》这样大部头的书，这在两年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对学生可不可以写书，可不可以参与编写教学

大纲和教材，去年不少人是有怀疑的。他们以为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我们也不应该有；前人所不敢作

的事，我们也不应当作。特别是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和反对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他们

在新生事物面前，评头论足，百般刁难，大泼冷水。当去年你们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版的

时候，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议论，说你们写的书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但是，你们在党的支持和鼓舞

下，没有被这股右倾歪风邪气所吓倒，今天又重写了这部１２０万字的新著。书摆在人们面前，事实

打破了人们的怀疑，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你们的各种仇言也不攻自破。”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９　　　　

是“李白”那一章原来的稿子不太理想，就让我和谢冕来重写。从此我就和

谢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谢冕属于年级里领导阶层，我则是一个小

毛头，对他有一点望而生畏。也许是由于写作李白的机缘，后来写当代文学

史，就是谢冕，把我提到了诗歌组组长这样的位置上来。

不久以后谢冕通知我，《诗刊》社的徐迟和沙鸥来了，要我们编写一部新

诗发展史。当谢冕介绍我是诗歌组组长时，我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当时徐迟是《诗刊》副主编，沙鸥是《诗刊》社的党支部书记。他们的意思，

《诗刊》有一个设想，编写一部中国新诗史，这样的任务，不能老是依赖专家，

应该让自己的年青人上阵。曾经考虑过别的学校，最后还是确定北大中文

系５５级的学生。时间很紧，当场决定利用寒假期间来完成。我在《智者生

命的质量———怀念徐迟》这篇文章中这样写过：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像小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心情聆

听他的教诲，但他并没有使我感到在他面前变得矮小。他留给我的印

象倒不是他英俊的面庞，而是他谈吐间对于艺术的执着和忘情。记得

他坐在我们双层床的下铺，忽然讲起了他所喜爱的荷马的史诗。我是

读过他翻译的片断的。他激动起来了。说荷马描写一群大雁飞越过天

空的情景，不知不觉站了起来，不想头就碰在了双层床的上沿的横木

上。他只是用手捂了一下头，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皱眉。我们本想笑

的，看到他若无其事，也就很有修养地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当时在场的似乎只有我和谢冕、孙玉石。任务这么急，三个人是不够的。于

是分头去物色人马。谢冕提出５６级的刘登翰，可能是刘登翰提出了洪子

诚。因为谢冕和我都不太了解洪子诚。我去找了５５级三班的钱文辉，他是

无锡人，我们有时用吴语方言交谈，有些交往。但是，他拒绝了，说是寒假要

回家。后来就找了殷晋培。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了。对写作新诗史这

样的任务，将会面临什么困难，我几乎没有任何忧虑。当时的氛围就是大跃

进，打破常规。资产阶级专家皓首穷经地积累资料，正是我要批判的。政治

挂帅，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敢想，敢干，就什么困

难都能克服。这是官方的语言，也很难说不是我们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

当时对于历史使命有一种新的自信。



１０　　　 回顾一次写作

　　１９５９年２月，摄于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

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这样，六个人的班子就搭成

了。”

刘登翰：事情的起因我并不知道。听说徐迟来北大找过谢冕，我也不在场。

事后谢冕告诉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才加入。当时的《诗刊》为什么选中

北大，把这么一项重大的写作课题交给毫无学术准备和写作经验的几个大学

三、四年级的毛头小伙子？这就需要从１９５８年的政治气候和学术氛围说起。

１９５７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一直延续到新学期开始，紧接着又展开了

新一波的“向党交心”运动。这是继“反右”之后更广泛的一次整肃，用当时

的话说是“引火烧身”：人人检查，个个过关，中心是狠批“个人主义”和“资产

阶级白专道路”。那时候学校不以读书为荣，反以读书为罪。专心致志读书

做学问或发表过一点文章的同学，都被“枪打出头鸟”。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冬

春之交，全校拉到十三陵修水库，真正在“皇帝头上动土”。由冬修水利开始

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也蔓延到校园，“日写民歌三百首”的口号响遍各系各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１１　　　

班搭设的擂台。随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放高产“卫星”，和砍树

砸锅、遍地狼烟的“小高炉”炼铁，使整个中国处于极端亢奋的“大跃进”狂热

之中。平静的校园从“反右”以来再也不曾平静过。这年夏天开始的以批判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科研大跃进”，便是社会上各行各业“大跃

进”在校园里展开的一个侧面。那时更为煽情的口号是“把被资产阶级颠倒

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提倡在“大破”中“大立”，于是写“史”便成为一种时

髦。中文系５５级苦战两月完成的“红色中国文学史”，被推崇为无产阶级占

领学术阵地的一个典型而靡声全国。全国各地的大学都紧跟不舍。我所在

的中文系５６级３班，先是围绕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展开了一波

蛮横的“批判”，紧接着就在中文系党总支的统筹下，在５５级撰写《中国小说

史》的同时，分工撰写《中国古代戏剧史》和《中国新文学史》。

当时“革命”的方法也很简单：先是确定一个对象，比如要批判王瑶先

生，就先把他的书通通找来“搜”读一遍，或者直接找他本人访谈，然后根据

他著作或访谈所提供的线索，去查找资料，挑出茬来就上纲上线。如此苦战

几个通宵，便可完成一篇“论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诗刊》编辑部提出编写

新诗史并找到北大来，便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诗歌。１９５６年考入北大以后，在琳瑯满目的学生

社团中，唯独选中北大诗社。１９５７年２月北大文学刊物《红楼》创刊，我投

去了一点诗稿。三、四月间，主持《红楼》诗歌组的谢冕，拉我进《红楼》当了

诗歌编辑。张炯当时也在《红楼》的小说组。或许由于都是福建老乡，交往

便多了些。那时中文系都住３２斋①，我们住四楼，５５级住三楼。我常到三

楼他们宿舍去。１９５８年夏天，北大团委组织创作组，调我参加。在１６斋给

了一个小房间，任务是以邓中夏为典型写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

负责人先是中文系５４级的周强，后来是张炯，成员还有任彦芳、刘文昭和后

来加入的张时鲁等。当时，学校的话剧组由温小钰执笔写了多幕剧《时代的

芳香》，内容大概是写“科研大跃进”的，演出很是轰动，无形中给了我们很大

压力。我们整天忙于访问五四老人，到北影讨论提纲，折腾了几个月，改了

① 北大过去的学生宿舍，和一些建筑物，都用“斋”命名，搬到西郊的燕园之后也是如此。如

德斋、才斋等。“文革”开始后，认为“斋”的名号是封资修体现，遂改为“楼”而延续至今。



１２　　　 回顾一次写作

中文系男生住的３２斋，如今已更名为３２楼。“六个人的班子”就来自这里。



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 １３　　　

几稿，终无成果。期末我离开创作组回到班上，同学们都夜以继日地赶写

《中国戏剧史》，我插不上手，闲在一边。正好谢冕来邀，便很乐意地答应了。

当时我和子诚在一个班，同一个宿舍，同一张架子床，他睡上铺我睡下

铺。他家在广东揭阳我家在福建厦门，离京城都途遥千里，寒暑假皆难得回

家。在“大跃进”那种风气下，我们有一个时期和另一个同学廖东凡，过着近

乎“共产公社”的生活。我的衣服他穿，他的钱我用，成了彼此不分的好朋

友。谢冕来后，我把编写“概况”的事告诉他，征得他同意后便向谢冕推荐。

孙玉石：就我自己来说，开始是怎样接受写作《新诗发展概况》这项任务的，

事情的缘起，以及最初的过程，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记忆了。就思想和心境

来讲，早在１９５６年开始，我们这些颇有些自视不凡、胸怀大志的毛头小伙

子，就经由了由高峰到低谷又转入另一种“高峰”的思想历程。先是沐浴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等政策实施带来的和煦春风，一方面，

我们陶醉于游国恩、魏建功、王力、高名凯、吴组缃、林庚等一些名师讲课的

令人神往赞叹的“名牌菜”；另一方面，也如饥似渴地沉醉于普希金、莱蒙托

夫，巴尔扎克、雨果、萧洛霍夫、曹禺、艾青、聂鲁达、希克梅特、洛尔伽、阿拉

贡等创造的美妙的文学世界。怀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异想，各自做着或

写小说，或当诗人，或搞研究，或干一番其他事业的幻想。没有想到，一年之

后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的冷风和悲惨，将我们这些“梦中人”，都从各自如

幻似梦的世界中吹醒了。许多喜爱诗歌的朋友，富有文学才华的学子，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不幸罹难。我们这些幸免者，也多从“寻梦者”的世界中，回到

冷峻的现实生活中来，开始了一种不断自惭自审自赎、“原罪”式的小心翼翼

的求学生活。当时的学生中，反对个人奋斗，反对走白专道路，反对成名成

家的“正声”，使得渴望文学创作，渴望研究学问，渴望施展各自才华，去撷取

人生或艺术的美丽果实的意愿，成了许多人藏匿于心之深处，不敢言说的被

压抑的潜流。

从１９５８年春天开始，我们哼着“方志敏团歌”①，投入修建十三陵水库

① １９５８年春天修建十三陵水库，北大各系都以军队建制方式组织，中文系命名为“方志敏

团”。“团歌”的歌词大概由谢冕等撰写，套进当时流传甚广的苏联革命歌曲的曲调中。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